
中外法学 PekingUniversityLawJournal
Vol.32,No.5(2020)pp.1256-1282

中国死刑民意:测量、解构与沟通

梁根林* 陈尔彦**

摘 要 死刑存废是一个以公众认同为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的公共政策选择问题,死刑

政策决策与死刑制度设计必须认真对待民意。基于三万余个样本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虽然

多数受访者仍然支持保留死刑,报应和威慑是民众主张保留死刑的两大观念支柱,但是,中国

主流民意对死刑的认同已经发生了明显松动,不再绝对认同死刑,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已经无条

件地支持或有条件地接受废除死刑。一旦提供了恰当的死刑替代措施,近八成一般性地支持

保留死刑的民众转而同意废除死刑。死刑民意具有复杂的生成机理,自我实现、传媒依赖、社
会不公遭遇、安全感、法治意识和社会问题评价与死刑存废态度显著相关。应当运用沟通商谈

模式对死刑民意进行理性引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文明和谐,发挥政治精英的关键少

数作用,科学设计死刑替代措施,普及死刑知识,借助大众传媒平台,与民众进行沟通商谈,为
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死刑改革奠定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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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刑研究范式的转型:死刑存废、死刑民意与实证研究

死刑是剥夺罪犯生命的极刑。〔1〕自1764年贝卡里亚提出“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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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特殊说明时,仅指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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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是否真的公正和有益”的诘问以来,〔2〕世界范围内旷日持久的死刑存废之争,已经成为

一个近乎枯竭的问题。“所有反对死刑的理由,都一一对应地为赞成死刑提供了依据”,死刑存

废之争因而不断地回到其原点。〔3〕

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死刑研究范式出现了重大转向:死刑的存废之争,

不再纠结于死刑制度自身无法辩明的正义性以及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威慑效果,转而聚焦于死

刑的公众认同与政治抉择。按照这种研究范式,死刑存废在根本上被认为是一个受集体意识

即民意对死刑的公众认同以及政治精英对死刑的政治抉择左右的公共政策选择问题。〔4〕与

此相关,死刑问题的理论研究亦逐渐摆脱重定性、思辨与教义研究、轻定量、实证与社会科学分

析的窠臼,转而强调在抽样调查、田野调查、跟踪调查乃至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

方法特别是计算机数据处理工具,对民众的死刑态度、死刑观念即死刑民意进行实证研究与科

学分析。〔5〕

我国是当今世界保留和适用死刑的少数国家之一,坚持“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

用死刑”的刑事政策。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刑事政策纲领。〔6〕根

据这一战略部署,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在2011年2
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废止13个死刑罪名的基础上,进一步废止了9个犯罪的

死刑,同时设置了专门适用于贪污罪、受贿罪的不得减刑、假释、予以终身监禁的死缓。可

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

逐步现代化,国家立法机关将会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继续改革完善我国死刑制度,积极而

又审慎地缩减死刑适用。

与其他法域一样,我国决策者、立法者推动限缩死刑的政治抉择与立法改革亦面临着来自

民意对死刑的认同的巨大压力。为了化解这一社会心理压力,确保我国死刑决策与立法改革

符合国民期待,获得民众支持,我国死刑问题研究必须摒弃习以为常的纯思辨性的研究范式,

对死刑民意进行基于调查、统计与分析的实证研究,发现民众对死刑存废的真实取向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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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根林:“公众认同、政治抉择与死刑控制”,《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1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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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athPenalty:IssuesandAnswers(2ndedn),England:CharlesCThomasPublisher,1998,pp.27-
52.一个较新的文献综述,参见KyleA.BurgasonandLynnPazzani,“TheDeathPenalty:AMulti-levelAnal-
ysisofPublicOpinion”,AmericanJournalofCriminalJustice,Vol.39,No.4,2014,pp.818-82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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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民众的死刑态度与死刑观念及其形成机理。基于这一学术使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

国学者即开始对死刑民意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如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

调查、〔7〕2004年武汉大学法学院康均心教授的调查、〔8〕2007至2008年武汉大学刑事法研

究中心与德国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以下简称“武大—马普所”)联合进行的调

查、〔9〕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袁彬教授的调查 〔10〕等。这些研究初步改变了我国死刑问题的

研究范式,为我国死刑民意实证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调查均发现,中国民众多数支持保

留死刑,支持立即废除死刑者均未超过受访者的四分之一。然而,由于样本规模不足、抽样范

围有限、调查对象单一、提问方式模糊、分析工具简单等,上述研究的抽样代表性和结论可靠性

不无疑虑。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研究距今间隔已久,其结论是否还能继续反映当下中国的死刑

民意,更存疑问。

除上述研究外,迄今为止,中国知识界与舆论场往往只是凭经验和直觉而断言,当代中国

民众不仅笃信“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而且认同人有“贪生怕死”的本能,死刑可以“杀一儆百”,

并且认为正是这种死刑报应观与功利观,决定了中国民众对死刑的支持甚至迷恋。这样一种

主流民意和现实国情,构成了我国限缩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的主要障碍。囿于这种基于经验与

直觉的主观判断,决策者与立法者在死刑决策与改革时往往顾虑重重,唯恐违背主流民意,产

生不可欲的社会、政治与法律后果。

然而,中国知识界与舆论场基于经验和直觉对中国死刑民意的判断,确实符合实际吗? 中

国民众对死刑的态度与观念的真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 如果多数中国民众的确认同死刑,反

对废除死刑,又是哪些因素、什么条件,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甚至决定了这种死刑民意的形成?

其中是否仍然可能蕴含着引导死刑民意理性发展的切入点或突破口? 显然,这些问题仅凭经

验想象、道德直觉或逻辑演绎并不能获得真切的回答。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力图超越抽象思辨的研究范式、单一平面的分析工具与直觉先行

的论理逻辑,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运用社会调查方法与统计分析工具,对我国当下死刑

民意进行大样本、多维度、全方位的外部测量与内部解构,客观、全面地描绘我国民众死刑态度

与死刑观念的真实图景,探寻潜藏于死刑民意背后的社会心理成因,分析与建构我国死刑决策

与死刑民意的关系模式,以期为我国“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政治抉择与继续缩减死刑适

用的立法改革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与科学的理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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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刑民意的外部测量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构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4年本课题组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合作进行的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项目。CFPS项目是一项全国性、大规

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和内容最全面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CFPS调查的总体为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不含香港、澳门、台湾、新疆、西藏、青海、内蒙

古、宁夏、海南)中的家庭户和家庭户中的所有家庭成员。由于CFPS样本覆盖的25个省、市、

自治区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不含港澳台地区)的95%,故可被视为一个全国代表性样本。

在抽样方法上,CFPS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系统概率抽样方式,保证

了数据的代表性和方法的科学性。〔11〕

本研究的有效样本数为31665,是目前为止有关死刑民意问题的样本数量最大的研究。

样本基本构成如表1所示。〔12〕

表1 样本构成情况 (单位:人,%)

项 目 人 数 有效百分比

性 别

 男 15516 49.0
 女 16148 51.0
合计 31665 100.0
年 龄

 17岁以下 758 2.4
 18-30岁 6430 20.3
 31-50岁 11690 36.9
 51岁以上 12786 40.4
合计 31664 100
文化程度

 文盲、半文盲 8315 28.6
 小学 6818 23.5
 初中 818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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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CFPS的抽样设计方法和实地访问情况的详细介绍,参见谢宇、胡婧炜、张春泥:“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理念与实践”,《社会》2014年第2期,第7-11页。
除有特殊说明外,本研究在统计分析时均已将答卷中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剔除。对其中“地区”一

项,为保证结论的简洁性,本研究按照国内通行的四大经济分区标准,对样本覆盖的25个地区进行分类。分

类如下:①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②中部地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③东部地区(北
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④西部地区(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重庆、陕西、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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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3802 13.1
 大专 1201 4.1
 大学本科 663 2.3
 硕士 41 0.1
 博士 1 0.0
合计 29025 100.0
地 区

 东北 4544 14.4
 东部 10200 32.2
 中部 8210 25.9
 西部 8708 27.5
合计 31662 100.0
户籍

 农户 22726 71.8
 非农户 8897 28.1
 没有户口 28 0.1
合计 31651 100.0
婚姻状况

 未婚 2561 10.0
 在婚 21291 83.2
 同居 132 0.5
 离婚 420 1.6
 丧偶 1194 4.7
合计 25598 100.0

(二)死刑民意的总体情况描述

本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民众对死刑存废的态度、死刑观念、对死刑执行数量的评估以及对死

刑替代措施的看法。

1.死刑态度

关于民众对死刑存废的态度,问卷设计的问题是“您是否赞同在中国废除死刑”。对于不

赞同废除死刑者,进一步分别提问“是否赞同对杀人、放火等严重暴力犯罪继续保留死刑”“是

否赞同对贪污、受贿等严重腐败犯罪继续保留死刑”“是否赞同对集资诈骗犯罪等严重经济犯

罪继续保留死刑”。

对于“是否赞同在中国废除死刑”,拒绝回答或回答“不知道”的受访者仅占总体的1%,表

明大多数民众并非如个别调查结论所示,对于中国死刑问题漠不关心,而是有着明确的个人态

度。〔13〕在明确表达个人态度的受访者中,68.3%(21632人)反对废除死刑,只有30.7%(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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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前引武大—马普所研究的结论显示,只有约25%的中国民众对死刑问题感兴趣,中国民众很少谈

论死刑,对死刑问题也没有明确的看法。参见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等,见前注〔9〕,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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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支持废除死刑。

在以上反对废除死刑的21632人中,对暴力犯罪、腐败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死刑支持率依次

下降,分别为87.7%、83.9%、77.3%。该结论与人们对此三类犯罪的罪质轻重评估———即暴

力犯罪重于腐败犯罪,腐败犯罪重于经济犯罪———大体相符。

2.死刑观念

关于民众的死刑观念,问卷设计的问题分别是,“您对‘杀人应该偿命’这一说法是否同意”

和“您对‘死刑可以杀一儆百’这一说法是否同意”。前者旨在检验受访者对死刑的报应功能的

态度,后者则衡量受访者对死刑的威慑功能的看法。

结果显示,对于“杀人应该偿命”即死刑的报应功能,受访者持同意态度的占83.7%(十分

同意25.4%,同意58.3%),反对态度的占13.2%(十分不同意1%,不同意12.2%),中立态度

的占2.8%。对于“死刑可以杀一儆百”即死刑的威慑功能,受访者持肯定态度的占65.1%(十

分同意11.2%,同意53.9%),否定态度的占30.3%(十分不同意2.2%,不同意28.1%),中立态

度的占3.4%。此外,在所有受访者中,有60.5%的民众既认可死刑的报应功能,也认可死刑的

威慑功能。由此可见,“杀人偿命”的报应观与“杀一儆百”的威慑观仍然是当代中国民众根深

蒂固的主导性死刑观念。

3.死刑执行数量

关于民众是否同意“我国执行死刑的数量太多了”,35.8%的受访者认为死刑数量偏多(十

分同意3.2%,同意32.6%),50%的受访者认为死刑数量偏少(十分不同意3.5%,不同意46.

5%),11%的受访者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值得注意的是,本题共有1009人拒绝回答或表示“不

知道”,在总人数中占到了3.1%,明显高于其他问题中拒绝回答或选择“不知道”者。究其原

因,可能与我国执行死刑的司法统计数据严格保密有关。因此,以上数据所反映的究竟是民众

的刑罚轻重偏好及对死刑适用现状的认同,抑或是民众对我国死刑执行情况的主观想象,便不

得而知。

4.死刑替代措施

关于民众对死刑替代措施的看法,本研究设计了两个问题。访员首先向受访者提问是否

同意以“永远坐牢”替代死刑立即执行。如果受访者作出肯定回答,则询问至此结束。如果受

访者作出否定回答,则访员接着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以“死缓”替代死刑立即执行。

结果显示,71.1%(22520人)的受访者支持以“永远坐牢”替代死刑立即执行,在不同意以

“永远坐牢”替代死刑立即执行的受访者中,又有35.3%(3149人)的受访者支持以“死缓”替代

死刑立即执行。将两项数据合并计算,占全样本81.1%(25669人)的受访者同意以“永远坐

牢”或“死缓”作为死刑替代措施。考虑到“永远坐牢”和“死缓”是两种最主要的死刑替代措施,

这一数据足以说明,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采取某种死刑替代措施。

需要说明的是,《刑法修正案(九)》针对贪污、受贿罪增设的不得减刑、假释、予以终身监禁

的死缓,在制度设计上是死缓的一种适用情形,在功能上则等同于问卷所说的“永远坐牢”。因

此,“死缓”与“永远坐牢”的组合,即构成与终身监禁的死缓相当的死刑替代措施。考虑到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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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数据形成于2014年,而终身监禁的死缓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才增设的死刑替代

措施,调查获得的对“死缓”与“永远坐牢”的高度支持率证成了终身监禁的死缓具有广泛的民

意基础,从而直接支撑了终身监禁的死缓的法理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

(三)进一步分析

以上调查发现似乎与早先的实证研究以及人们的经验想象大体吻合,也即,第一,现阶段

大多数中国民众仍支持保留死刑,且对死刑的认同比例与不同犯罪的罪质轻重成正向关系;第

二,大多数中国民众都认可死刑具有报应功能和威慑功能,且对死刑报应功能的认同明显强于

对死刑威慑功能的认同;第三,对于死刑执行数量的多寡,中国民众并未像其他问题那样表现

出明显的倾向性,只有极少数的受访者对此作出了坚定的表态,即选择了“十分同意”或“十分

不同意”;第四,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都同意在一定条件下采用死刑替代措施。

但是,上述结论显示的可能只是我国死刑民意的表象,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勾连出死

刑民意的各个维度———即死刑态度、死刑观念、死刑替代措施———之间的横纵关联,更加立体

地透视出我国死刑民意的真实图景。

1.死刑观念与死刑态度

上述结论显示大多数民众都认可“杀人应该偿命”和“死刑可以杀一儆百”,但尚未揭示出

民众的报应观和威慑观与其死刑态度之间的相关性,亦即,对于同一个个体,根据其报应观和

威慑观能否预测其死刑存废态度。尤其是当我们关注到有83.7%的受访者认同“杀人应该偿

命”,却只有68.3%的受访者支持保留死刑,二者之间的差异和悖谬要求我们进一步审视死刑

观念与死刑态度之间的相关性。

中外既往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承认,报应与威慑是支持死刑存在的两大观念支

柱。〔14〕较之于威慑,报应往往被认为是民众支持死刑的最重要理由。〔15〕历史上著名的报应

主义者,如康德、黑格尔等,都是坚定的死刑保留论者。报应主义者认为死刑的存在符合报应

的需要,“杀人偿命”是正义原则的集中体现。美国盖洛普公司1991至2014年的调查显示,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应思想始终是民众支持死刑的首要理由,且其重要性远远高于节省

监狱开支、预防和威慑等其他理由。〔16〕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报应观念、报复心理只

是人们支持死刑的一个很小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人们对死刑的威慑预防、维护秩序

·2621·

中外法学 2020年第5期

〔14〕

〔15〕

〔16〕

参见周国良:“中国死刑废止的民意考察”,载赵秉志、(加)威廉·夏巴斯编:《死刑立法改革专题研

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页;(英)罗吉尔·胡德:《死刑的全球考察》,刘仁文、周振杰译,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3-494页。
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7页。

ArtSwift,“Americans:‘EyeforanEye’TopReasonforDeathPenalty”,http://news.gallup.
com/poll/178799/americans-eye-eye-top-reason-death-penalty.aspx? g_source=position5&g_ medium =
related&g_campaign=tiles,lastvisitedon5Octobe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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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迷信。〔17〕

为了探究报应观与威慑观对民众死刑态度是否有影响及影响力的强弱,本研究以死刑态度

为因变量,以报应观和威慑观为自变量,对其间的关系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报应观

和威慑观分别根据“杀人应当偿命”和“死刑可以杀一儆百”的设问测得,按照同意的程度,打分范

围在1到5分之间(十分不同意→十分同意,1分→5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18〕

表2 死刑观念与死刑态度(1=废除,0=保留)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Sig. Exp(B)

B S.E.

报应观 -0.238 0.014 -0.122 0.000 0.788

威慑观 -0.110 0.012 -0.067 0.000 0.896

(常数) 0.505 0.057 0.000 1.657

上述模型的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指标值为6.904,统计不显著(p=0.141),说明

回归方程有效,模型拟合较好。模型的预测正确率为69.2%。〔19〕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民众的死刑存废态度与其死刑观念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报应观和威

慑观越强者,越不支持废除死刑。此外,通过比较标准化系数可知,报应观对死刑态度的影响

力远远大于威慑观。上述回归分析结果证明,报应和威慑是当今中国民众支持保留死刑的两

大支柱观念,且在二者之间,报应观念起着更为主导与决定的作用。这一重要发现,为我国超

越报应刑与功利刑、责任刑与预防刑之争,确立以责任刑为基础,在报应刑许可的范围内,追求

预防犯罪的功利目的的并合主义的刑罚理论,提供了充分的实证数据支持。〔20〕

2.死刑替代措施与死刑态度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支持保留死刑的民众(占总体68.3%),以及他们对死刑替代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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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参见张惠芳、何小俊:“死刑民意调查研究”,《时代法学》2011年第4期,第60页;曾赛刚:《中国死

刑观念的现状、形成机理及其重塑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151页。
表中的显著性Sig.的值(p值)可以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具有显著影响,若大于0.05,则说明自变

量对因变量无影响。在p≤0.05的情况下,若偏回归系数B为正,说明自变量会提升因变量的发生概率,反之亦

然。S.E.为标准误差。Exp(B)是对B取自然指数后的结果,它可以说明自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时,因变量出现

的机会将是原来的几倍。由于各自变量的量纲不同,故为了比较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对作用大小,需要将自

变量的偏回归系数进行标准化,计算出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自变量

对因变量的相对作用越大。

Hosmer-Lemeshow检验是一种检验Logistic模型拟合优度的方法,当p值大于0.05时,说明拟合

优度较好。
对死刑观念与死刑态度的进一步分析,将在最终研究成果之二“中国民众的死刑观念:观察、猜想

与解析”中具体展开。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看法。根据统计,在对暴力犯罪、腐败犯罪、经济犯罪支持保留死刑的受访者中,均有77%左

右的人同意采取“永远坐牢”或“死缓”作为死刑替代措施。亦即,这77%的人尽管一般性地支

持保留死刑,同时却有条件地同意不杀。如果将这77%的有条件地同意不杀的人与无条件支

持废除死刑的9721人相加,可以发现,在31665个样本中,实际上有26402人有条件或者无条

件地支持废除死刑,其比重在样本总体中高达83.4%。

这一发现无可辩驳地表明,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接受与认同死刑替代措施,只要国家科学设

计和适当适用死刑替代措施,他们就不再绝对支持和迷恋死刑。如果再加上一般性地支持废

除死刑的受访者,实际上已经有八成以上的中国民众无条件支持或者有条件地接受废除死刑。

可见,中国主流民意的死刑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松动,甚至开始出现逆转,这是本调查最为

重要的发现。

这一发现一方面提醒我们审慎对待各种民意调查数据,敏锐把握数据之中可变与不可变

的成分。如果仅以68.3%的民众一般性地支持保留死刑为由,便断言死刑在我国具有坚实的

社会心理基础,可谓是流于表面且言过其实。另一方面也表明,死刑替代措施确实能够缓解民

众对死刑的认同与依赖,为限缩乃至最终废除死刑提供契机与保障。〔21〕

三、死刑民意的内部解构

在对调查所见的中国死刑民意进行了总体描绘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究竟是哪些

因素影响了中国民众对死刑的态度,是哪些因素使得大部分有条件的死刑废除论者在面对问

卷所提出的“是否支持废除死刑”问题时仍然投了反对票? 为此,本研究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理

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出受访者的自然情况、自我实现、传媒依赖、社会不公遭遇、司法

信任、安全感、法治意识和社会问题评价等八个因素,试图从内部视角对中国死刑民意的形成

机理进行全方位解构,探究死刑态度与上述八个因素之间的关系。

(一)基本假定

死刑的存废去留、限缩抑或重用,既是一种刑事政策,也是一种社会政策。民众对死刑的

态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认知,因而受到社会心理学因素的影响。参酌既往的理论研究和经

验想象,本研究初步假定,民众对死刑的态度与其自我实现、传媒依赖、社会不公遭遇、司法信

任、安全感、法治意识与社会问题评价有关,而不应过多地受到其自然情况的影响。

以下将对上述基本假定的理论根据和已有的实证研究进行具体说明。

1.自然情况

自然情况主要是指受访者个体的性别、年龄、籍贯、学历、户籍、信仰、婚姻状况和精神状况

等社会人口学因素。以往的经验研究均关注受访者的自然情况和死刑态度之间的关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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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死刑替代措施与死刑态度的进一步分析,将在最终研究成果之三“死刑替代措施的中国命运:观
念、模式与实践”中具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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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Unnever和Cullen基于美国盖洛普公司2003年收集的数据所作的实证研究,探索了死刑

存废态度和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是否生活在城镇、宗教信仰等因素之间

的相关性。〔22〕类似设计思路的经验研究在国外并不罕见,但其结论却常常大相径庭。主流

观点主张,强势群体对死刑的支持要比弱势群体更高一些。〔23〕但是,实证研究却常常推翻这

一点。〔24〕

因此,有理由假设,受访者个体的自然情况对其死刑态度的影响是不稳定且错综复杂的,

当样本数量足够大时,二者的关系将因各种向度的随机效应的冲抵而消失。

2.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是指人基于理想与追求而对自身能力与个性的发展过程。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

理论,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是人在生理、安全、社交、尊重等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

满足之后,促使其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趋势。

经验与直觉表明,自我实现程度较高者更不容易受到恐惧和焦虑的影响,对他人及社会抱

有更为宽容的接纳态度,对人权、人道和人性尊严有着较高程度的感知和认同,因此也更能抗

拒基于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而产生的复仇心理,从而更倾向于反对死刑。国外的实

证研究也显示,自我实现程度较高者,更倾向于反对死刑,而对自身、人性与生活持悲观态度者

更可能支持保留死刑。〔25〕

据此,本研究假定,自我实现程度和死刑存废态度相关,自我实现程度越高者越倾向于支

持废除死刑。

3.传媒依赖

大众传媒的形式包括电视、互联网、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等,它们是民众了解社会的重要

渠道。

死刑民意与大众传媒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大众传媒对信息的加工、处理、控制与传播,人

为地塑造着民众的死刑观。〔26〕当大众传媒持续地向民众传播死刑的不人道性、非正义性、无

威慑性和错判难纠性等负面知识时,更多的民众将可能倾向于支持废除死刑。反之,如果大众

传媒极力鼓吹“杀人偿命”观念,或对犯罪态势及其危害后果进行过度渲染,则大部分民众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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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SeeJamesD.UnneverandFrancisT.Cullen,“ExecutingtheInnocentandSupportforCapital
Punishment”,Criminology& PublicPolicy,Vol.4,No.1,2005,pp.3-38.

参见胡德,见前注〔14〕,第485页。
例如,Lester的研究否定了死刑认同和性别的相关关系。SeeLester,supranote5,pp.134-137.

Sims和Jonston的研究否定了死刑认同和年龄的相关关系。SeeBarbaraSimsandEricJohnston,“Exami-
ningPublicOpinionaboutCrimeandJustice”,CriminalJusticePolicyReview,Vol.15,No.3,2004,pp.
286-287.诸如此类的分歧在教育程度、种族、宗教信仰、收入水平等因素上同样存在。

SeeJonathanKelleyandJohnBraithwaite,“PublicOpinionandtheDeathPenaltyinAustralia”,

JusticeQuarterly,Vol.7,No.3,1990,pp.529-563.
参见周详:“媒介对大众死刑观的塑造———中国废除死刑的路径分析”,《法学》2014年第11期,第

79-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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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转而反对废除死刑。1977年至20世纪末美国民众死刑支持率与媒体犯罪报道之间的同步

变化关系研究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27〕

鉴于大众传媒的资讯内容复杂而不确定,同样的信息给不同人带来的观感也是多元且立

体的,我们能够初步作出假定的仅仅是:民众对传媒的依赖度会影响其死刑存废态度。至于这

种影响是正向抑或负向,则有待实证揭示。

4.社会不公遭遇

社会不公遭遇指的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经历的不公正待遇,包括直接与间接经历。前者

指受访者本人作为当事人直接参与其中所经历的不公正待遇,后者指受访者本人虽非当事人,

但作为旁观者见证了他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社会不公会使个体

和群体产生心理失衡现象与相对剥夺感受。心理失衡现象与相对剥夺感会使人们采取相应策

略,改变态度或行为,以求恢复和获得心理平衡。

以腐败犯罪为例,腾讯网2012年曾做过一个关于“是否赞同贪污50万就判死刑”的调查,

结果显示在近6万名投票者中,98%都持支持态度。〔28〕这反映出网民对腐败犯罪背后的社

会不公现象的不满,以及期待通过死刑来实现社会公正的强烈诉求。〔29〕

据此,本研究假定,社会不公遭遇使民众产生心理失衡,心理失衡进一步导致民众支持保

留死刑,以宣泄其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民众经历的社会不公遭遇越频繁、越直接、越深刻,

则越倾向于支持保留死刑。

5.司法信任

司法信任指的是民众对司法裁判过程与结果的信赖与认同。依据通常的理论预设和经验

观察,民众的司法信任和死刑存废态度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民众的司法信任对其死刑态

度既可能产生正向作用,也可能产生负向作用。

从正向的角度而言,当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较高、对刑罚的裁量和执行的公平性较为信赖

时,就更有可能将报应和预防的诉求寄托于死刑之外的其他刑种之上。在一项针对我国民众

的民意调查中,超过半数支持死刑的受访者声称,他们反对废除死刑的部分原因即在于对司法

不公的担忧。〔30〕

从负向的角度而言,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也可能促使其选择反对死刑。实证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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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SeeChristopherS.Kudlac,PublicExecutions:TheDeathPenaltyandtheMedia,London:Prae-
gerPublishers,2007,pp.15-32.

腾讯网:《“贪污50万就判死刑”可行吗》,http://view.news.qq.com/zt2012/tanwu/index.htm,最后

访问日期:2017年10月3日。
参见张伟珂:“腐败犯罪死刑立法改革的特殊性研究———以死刑民意为视角”,《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5年第2期,第57页。

SeeVirgilK.Y.Ho,“WhatisWrongwithCapitalPunishment? OfficialandUnofficialAttitudes
towardCapitalPunishmentinModernandContemporaryChina”,inAustinSaratandChristianBoulanger
(eds.),TheCulturalLivesofCapitalPunishment:ComparativePerspectives,California:StanfordUniver-
sityPress,2005,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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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案以及歧视现象的存在将显著影响民众的死刑支持率。例如,在前引武大—马普所的研究

中,当了解到“有证据表明无辜的人确实有时被执行死刑”时,原先不反对死刑的公众中,有43.

7%当即转变为反对死刑。〔31〕国外的许多实证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32〕

据此,本研究初步假定,民众对死刑存废的态度与其司法信任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

且,本研究将尝试进一步探究,若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这种相关关系究竟是正向的抑或

是负向的。

6.安全感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显示,建立在社会稳定基础上的民众安全感是影响死刑民意的最

重要因素之一。〔33〕在社会秩序稳定、民众安全感强的社会,人们对死刑的依赖和需求往往相

对较低。反之,在犯罪率高、秩序混乱甚至盗匪横行的社会,出于对自身与亲友安危的担忧,民

众往往呼唤重刑,甚至幻想借助死刑一劳永逸地消灭犯罪。因此,国外的相关研究常常将民众

的死刑支持率变动诉诸于犯罪率的涨落。〔34〕

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民众的安全感与他们对死刑

存废的态度无关。〔35〕

据此,本研究试图对民众安全感和死刑态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以期证实或证否上述观

点。

7.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可以是民众对法律规范的认知与理解,也可以是民众对法律权威的遵从与信仰。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治并非仅有维护规则有效性的工具主义价值。捍卫自由、人权和人性尊

严,才是法治在实体意义上的终极目标。〔36〕

现代废除死刑运动起源于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对人权的尊重,民众的死刑存

废态度与其人权观念、法治意识息息相关。在一个民众遵法守纪、崇尚法治、尊重人权的现代

文明社会,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念更易为民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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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36〕

参见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等,见前注〔9〕,第18页。

SeeRobertM.Bohm,“AmericanDeathPenaltyOpinion”,inJamesR.Acker,RobertM.Bohm
andCharlesS.Lanier(eds.),America’sExperimentwithCapitalPunishment(2ndedn.),Durham:Caro-
linaAcademicPress,2003,p.43;JamesD.UnneverandFrancisT.Cullen,supranote22,pp.3-38.

相关理论分析可参见何荣功:“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现状与解构”,《刑法论丛》2010年第3期,第

277页;JohnHagan,ModernCriminology,NewYork:McGraw-Hill,1985,pp.304-305.实证研究可参见

陈正和:“影响民众支持废除死刑的相关社会因素的探讨”,《哲学与文化》2004年第5期,第76-86页;Steven
Stack,“SupportfortheDeathPenalty”,SexRoles,Vol.43,Nos.3/4,2000,pp.163-179.

SeeJoshuaKleinfeld,“TwoCulturesofPunishment”,StanfordLawReview,Vol.68,No.5,

2016,pp.1021-1022.
SeeBarbaraSimsandEricJohnston,supranote24,pp.286-287.
参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

com//2017-12/15/c_1122115610.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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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研究假定,民众的法治意识与死刑存废态度有关,法治意识越强者越有可能支持

废除死刑。

8.社会问题评价

我国当下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包括就业、教育、医疗、环保、食品安全等在内的社会问题

突出。在社会问题及民众对社会问题的知觉和评价背后,折射的是不同面向和层次的社会矛

盾、利益诉求和民意表达。

死刑是一种最为严厉和残酷的刑罚,支持死刑的民意背后往往都有某种最为严重的社会

问题和最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作为其支撑。在某些案件中,民意可能基于对社会问题的感知而

反对适用死刑;但在另一部分案件中,民众则可能强烈地希望通过死刑来表达愿望、换取关注、

宣泄情绪。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民愤”,既是对犯罪人个体之愤,同时也是对社会问题

之愤。

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是,民众认为社会问题越严重,就越倾向于支持保留死刑。

(二)变量测量

为避免单一指标难以全面刻画死刑民意之复杂性的缺陷,本研究在对自变量进行操作化

时,将各自变量分解为若干个可量化且可感知的具体因素,保证了回答的客观性,以及由此测

算出的自变量的内容完整性和评价全面性。

①关于自然情况,主要关注受访者的性别、年龄、籍贯、学历、户籍、信仰、婚姻状况和精神

状况。信仰包括佛、菩萨、道教的神仙、安拉、天主教的天主、基督教的上帝、祖先,相信其中一

种或多种者,即为有信仰。精神状况通过询问“最近1个月感到不安、难以保持平静的频率”

(几乎每天→从不,1分→5分)测得。

②关于自我实现,由于自我实现是指个人身心潜能得到充分发展的一种状态,其中既包括

对当下生活的感受,也包括对未来生活的期许,既包括客观的需求实现,也包括主观的幸福感

评价,既包括对自我的体察认知,也包括在人际交往中与他人的相处状况。故通过以下问题对

受访者的自我实现进行测量:“您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很不满意→非常满意,1分→5
分)、“您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很没信心→很有信心,1分→5分)、“您觉得自己有多幸

福?”(很不幸福→非常幸福,0分→5分)、“您认为自己的人缘关系有多好?”(非常不好→非常

好,0分→5分)。将上述四个问题的分值进行加总,即可测量出受访者的自我实现程度,分数

越高者自我实现程度即越高。

③关于传媒依赖,相应设问为:“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判断以下信息渠道对您的重要性”

(非常不重要→非常重要,1分→5分),列出的四种大众传媒渠道分别为“电视”“互联网”“报刊

杂志”和“广播”。将上述四个问题的分值进行加总,即可测得受访者总体上对大众传媒的依赖

程度,分数越高,表明大众传媒对于受访者而言越为重要。

④关于社会不公遭遇,相应设问为:“过去12个月,您有过下列经历吗?”(0=没有见到过

类似的事情,1=见过此类事情,但没有亲身经历过,2=亲身经历过),列举的七项不公经历情

形分别为“因贫富差别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户籍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性别而受到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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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受到政府干部的不公正对待”“与政府干部发生过冲突”“到政府办事时受到不合理的拖

延、推诿”“到政府办事时遭到不合理的收费”。其中,见过此类事情但没有亲身经历过属于间

接经历,亲身经历则属于直接经历。考虑到直接经历带给当事人的影响显然大于间接经历,因

此将直接经历赋值为2分,将间接经历赋值为1分,最后将分值加总。七个问题的总分即反映

出受访者遭受社会不公的状况,分数越高,表明受访者的社会不公遭遇越多。

⑤关于司法信任,相应设问为:“您认为我国目前的司法公正的程度如何?”(非常不公正→
非常公正,0分→10分)。

⑥关于安全感,本研究通过综合考察受访者对居住地的社会治安状况评价、犯罪被害遭遇

和对周边人员的信任程度等因素,全方位地测算民众的安全感。涉及的问题包括“您怎样评价

您现常居住地目前的社会治安状况?”(非常不安全→非常安全,0分→10分)、“在过去的两年

内,您遇到过以下哪些情况? (可多选):财物被偷、财物被抢、财物被骗、被人殴打”(有一项犯

罪被害遭遇计作负2分,四项皆无则本题计0分)、“您对邻居的信任程度如何?”(非常不信任

→非常信任,0分→10分)、“您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如何?”(非常不信任→非常信任,0分→10
分)。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加总,即可测得民众的安全感强度,分值越高,则安全感越强。

⑦关于法治意识,相应设问为:“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十分同意→十分不同意,1分→5
分)。受访者须对如下论断进行评价:“法律如果不合情合理,就可以不遵守”“法院在审判重大

案件时,应该听取和接受当地政府的意见”“法官判案时应该考虑人情,而不是只按照法律判

决”“即使是遇到刑事案件,能私了就私了”“家里人之间打官司是一件丢脸的事”。这些问题综

合反映了民众的守法意识、对司法独立的理解和对法律、法治、司法的认同,侧重于对法治的工

具价值的认知与态度。对上述五个问题的得分进行加总,即可算出民众的法治意识,得分越

高,则法治意识越强。

⑧关于社会问题评价,相应设问为:“您认为以下问题在我国的严重程度如何?”(不严重→
非常严重,0分→10分)。具体考察的社会问题包括环境、贫富差距、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

会保障及官员腐败问题。对上述八个问题的得分进行加总,分数越高,表示该受访者认为我国

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越严重。

此外,为了排除统计结果的误差,本研究在处理变量时,已预先将答案为“不知道”“拒绝回

答”以及答案缺失的个别样本剔除。经处理,余下的样本数量为25598个,仍旧满足回归分析

的大样本要求。并且,上述自变量在进入模型前,已先行通过共线性诊断,根据方差膨胀因子

(VIF)事先排除了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另外,根据上文所介绍的自变量操作

化方法,除自然情况以外的七个自变量均属于有序变量,在此均作为连续变量处理。自然情况

中的籍贯一项在回归时按虚拟变量处理。

(三)回归结果

表3是以民众的死刑存废态度为因变量,以上述八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

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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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死刑存废态度的影响因素(1=废除,0=保留)

变 量

非标准

化系数

标准化回

归系数
Sig. Exp(B)

B S.E.

自然情况

性别(1=男) 0.003 0.028 0.001 0.925 1.003

年龄 -0.004 0.001 -0.034 0.000 0.996

籍

贯

西部

(参照组)
0.000

东北 -0.245 0.046 -0.140 0.000 0.783

东部 -0.151 0.037 -0.087 0.000 0.86

中部 -0.106 0.038 -0.061 0.005 0.900

学历 -0.014 0.004 -0.025 0.001 0.986

户籍

(1=农户)
0.268 0.034 0.067 0.000 1.307

信仰

(1=有)
-0.072 0.032 -0.018 0.023 0.930

婚姻状况

(1=有)
-0.069 0.051 -0.011 0.173 0.933

精神状况 -0.032 0.017 -0.015 0.052 0.968

自我实现 0.013 0.005 0.021 0.013 1.013

传媒依赖 -0.023 0.005 -0.041 0.000 0.978

社会不公遭遇 -0.011 0.005 -0.017 0.040 0.989

司法信任 0.008 0.006 0.011 0.183 1.008

安全感 0.011 0.003 0.027 0.001 1.011

法治意识 -0.082 0.004 -0.145 0.000 0.922

社会问题评价 -0.002 0.001 -0.016 0.052 0.998

(常数) 0.758 0.158 0.000 2.134

上述模型的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指标值为7.561,统计不显著(p=0.477),说明

回归方程有效,模型拟合较好。模型的预测正确率为69.1%。

观察表3,可得出如下结论:

①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民众的死刑存废态度与年龄、籍贯、学历、户籍、信仰、自我实

现、传媒依赖、社会不公遭遇、安全感、法治意识有关,而与性别、婚姻状况、精神状况、司法信

任、社会问题评价无关。

②在自然情况方面,年龄和死刑废除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年龄越大者越支持死刑;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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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死刑态度有关,不同地区民众对死刑的认同度大体上按从西向东(西部→中部→东部→东

北)的顺序依次上升;学历和死刑废除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学历越高者越倾向于保留死刑;户

籍和死刑态度相关,相较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更倾向于保留死刑;信仰和死刑态度相关,相较

于无信仰者,有信仰者更倾向于保留死刑。

③自我实现和死刑态度显著相关,自我实现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废除死刑。

④传媒依赖和死刑态度显著相关,受访者越依赖大众传媒,越倾向于保留死刑。

⑤社会不公遭遇和死刑态度显著相关,社会不公遭遇越多,越倾向于保留死刑。

⑥安全感和死刑态度显著相关,安全感越强者越倾向于废除死刑。

⑦法治意识和死刑态度显著相关,法治意识越强者越支持保留死刑。

⑧关于社会问题评价,该自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为0.052,略大于0.05,差距尚在可接受

范围内。故仍可认为,在较为宽松的显著性水平要求下,社会问题评价和死刑态度相关。且该

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基本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即认为社会问题越严重者,越倾向于保

留死刑。

⑨通过比较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对以上各项影响死刑存废态度的社会心理因素按作用

力由大到小进行排序。〔37〕其中,法治意识的影响力最大,之后依次为传媒依赖、安全感、自我

实现、社会不公遭遇,影响力最小的是社会问题评价。显然,影响力越大的因素越值得被认真

对待、重点关注。

(四)进一步的讨论

以上结论部分证实了本研究先前提出的假设,但在个别环节上也与上文根据理论分析和

既有研究而作出的假设不符,有必要予以进一步讨论。

第一,关于传媒依赖,尽管在诸如“呼格故意杀人案”“聂树斌故意杀人案”等死刑冤错案件

中,我国大众传媒通过深入报道和持续关注,增强了民众对死刑的错判难纠性和不人道性的认

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死刑民意的理性化,但上述实证结论显示,大众传媒对我国死刑

民意更多地产生的是消极、负面作用。

大众传媒对犯罪的过度渲染,在现实中并不鲜见。在对死刑个案进行报道时,出于博取眼

球的动机,媒体往往刻意生产足以激化社会矛盾的新闻热点,刺激民众的报应心理,将民意向

非理性的方向引导。许多所谓“民意绑架司法”的案件,归根结底都是由强势新闻媒体一手操

纵的结果。实际干预司法的并非民意,而是披着民意外衣的个别利益集团的意志,他们借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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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由于受访者的自然情况在一定时空下较不容易被扭转,换言之,在特定时期、社会中,人群的性别、
年龄、籍贯等自然情况的分布是相对稳定的,这就意味着对这些因素难以通过引导的方式加以改变,从而也无

法以之为中介转变民众的死刑态度。因此,若仅将关注点放在死刑民意的引导之上,那么讨论自然情况对死

刑存废态度的影响力大小,则并无多少实践意义。Lester也指出,尽管许多对死刑民意影响因素的研究在结

论上具有一致性,但其重要性却存在疑问。例如男性比女性更支持死刑这一结论,就没有多大意义。See
Lester,supranote5,p.47.之所以将自然情况变量纳入模型中,毋宁说是为了控制变量,从而更加准确地反

映出其他七个社会心理因素对死刑存废态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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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或不全面的报道误导、裹挟民众,点燃仇恨和对立情绪,左右死刑个案的司法裁判。而具

体个案中民众的心理往往能折射出他们对公共政策的看法。当民众在一个个司法个案中都吁

求适用死刑时,在公共政策上他们当然也不会一般性地接受废除死刑的主张。

第二,关于司法信任,上述结论反映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民众对司法公正的评价

与其死刑存废态度不存在相关关系。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异常结论背后的原因,本研究单独

对死刑存废态度与司法信任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司法信任与赞同废除死刑的人数比例

从图1可以看出,尽管存在一定的波动,但大体上司法信任与赞同废除死刑的比例仍呈现

较为一致的变化趋势。对二者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33,显著性为

0.000,这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司法信任和死刑态度之间存在相关性,但相关系数

的绝对值小于0.4,属于弱相关,即二者相关程度不强。

此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高度信任我国司法体制、对司法公正程度给出10分(即“非常

公正”)评价的受访者(在总体中占10.4%)群体中,赞同废除死刑的人数比例高达36.3%,这一

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对司法公正存在一定疑虑的群体(即给出0到9分的群体)。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一个文明、公正的司法环境能够为死刑的废除创造条件。与此同时,司法信任和死刑

存废态度关系的波动性也能部分证实本文提出的假定,即司法信任对死刑态度的影响是复杂、

多向度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二者相互作用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抵

消。另外,当把司法信任和其他因素共同加入模型中时,司法信任和死刑存废态度之间的关系

就消失了,这说明司法信任对死刑态度的影响可能中介于其他因素而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在

对待死刑民意时,应当关注到民意内部的复杂性,对民意进行深入剖析和解构,发掘出原始数

据背后所隐含的民众的真实需求和利益。

第三,关于法治意识,上述结论显示,法治意识和废除死刑的民意之间存在高度负相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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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意识越强者,越倾向于保留死刑。这和本研究的假设恰恰相反。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本研究所测量的法治意识侧重关注的是对法治之工具价值的认同,设

问角度集中于民众的守法意识、对司法独立的理解和对法律与司法的态度,而并未直接涉及法

治的道德价值和权利价值,即自变量中的法治意识实际上仅仅是“工具性法治意识”。尽管在

基本假定中,本研究肯定了法治和人权的内在关联与相互融合,但是这并不代表现阶段法治意

识较强的人必然有着较强的权利意识与人权观念。换言之,民众的法治意识是否已从传统的

工具性法治意识发展为更加健全、文明、人道的现代人本主义法治意识,本身就是需要通过实

证研究加以检验的。

与此同时,也不能当然认为,人道、人权、人本观念就一定与保留死刑相抵触。启蒙思想家

卢梭、洛克等,不仅没有要求废除死刑,反而认为死刑是保障人权的手段。〔38〕这种思维逻辑

直至今天仍具影响力。实际上,持此论者往往以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视角看待人权与人道,认

为人权并非仅指犯罪人的人权,人道也非仅是对犯罪人的人道。例如,有学者指出,当保护犯

罪人生命权利的“人道”和保护全体公民的人性尊严与生命价值的“人道”发生冲突时,死刑的

废止与保留究竟何者更符合人道,必须结合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加以考察。〔39〕还有学者在

承认人道是决定死刑存废的最终根据的同时,又指出“应当划清犯罪人与敌人的界限,犯罪人

是享有基本人权的公民,对于犯罪人绝对不能判处死刑,应该立即废除针对犯罪人的死刑;但

敌人则不应该在现实社会中享有人类尊严,也不拥有现实社会所保障的基本人权,为了实现合

法的目的,在采取剥夺生命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手段时,可以对敌人动用死刑。”〔40〕且不论这些

观点在观念与论证逻辑上是否成立,它们至少代表了社会上部分民众的想法。在一项针对我

国民众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数受访者均表示死刑适用和人道主义理想、人权观念、非暴力

主义以及现代化、全球化的趋势并不矛盾;相反地,死刑恰恰是保卫上述“现代”的崇高理念和

价值的重要手段。〔41〕因此,纯粹从民意内部的视角出发,也不难理解为何许多法治意识较高

的守法公民反而更倾向于认同保留死刑。

(五)归纳与总结

综上所述,可以对中国死刑民意的特点作如下归纳与总结:

第一,死刑民意兼具稳定性与不稳定性。稳定性体现在,包括本研究在内的20多年来的

中国死刑民意调查均显示,我国主流民意一般性地反对废除死刑,并且,在死刑民意的成因中,

存在着诸如年龄、籍贯、学历、户籍等在特定社会中分布相对稳定、难以通过引导的方式加以调

整的较为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因素。而不稳定性则表现在死刑民意的可变性、易变性之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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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2-43页;陈兴良:《死刑备忘

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参见周少华:“作为‘中国问题’的死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5页。
冯军:“死刑、犯罪人与敌人”,《中外法学》2005年第5期,第615页。

SeeHo,supranote30,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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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中国民众并非绝对反对废除死刑。一旦给予那些一般性地支持死刑的民众以其他同样能

够满足其社会心理需求的适当刑罚作为死刑替代措施,则他们对死刑的认同就会发生松动甚

至逆转。

第二,死刑民意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一方面,83.7%的民众均支持“杀人应当偿命”,表

征大多数民众对自然正义的理性吁求。民众对于暴力犯罪、腐败犯罪、经济犯罪的死刑认同度

在统计学上逐次下降,亦说明民众对三类犯罪的罪质轻重关系有着较为科学的理解。此外,当

民众基于较多的社会不公遭遇、较低的安全感和较强的社会问题负面评价而支持保留死刑,这

种防御性的应激反应也不应被称为非理性。另一方面,民众在对死刑存废作出意见表态时,往

往未经深思熟虑,他们的答复有时仅出于当下的直觉。这不仅直观地反映在民众对死刑热点

案件以及死刑冤错案件前后矛盾的死刑态度上,而且体现在他们回答本次调查问卷设定的问

题时的矛盾、反复与片面之中。在本次调查中,有7571人一方面认同“杀人应当偿命”,同时却

又支持废除死刑;甚至是在一般性地支持保留死刑的群体中,也有2009人在同意“杀人应当偿

命”的同时又主张应当废除杀人放火等暴力犯罪的死刑。并且,在支持保留死刑的群体中,有

1526人既不认同“杀人应当偿命”,也不支持“死刑可以杀一儆百”;还有3866名受访者一方面

认为应当废除死刑,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数量适中或太少。

第三,死刑民意具有复杂的生成机理,它是多种个体、人际、社会、心理因素交织影响、综合

作用的产物。报应和威慑目前仍是民众支持保留死刑的两大支柱观念。高度的自我实现感和

公正、安宁、有序的社会环境能够促进死刑废除态度的形成,而对传媒信息不加甄别的过度依

赖以及工具性法治意识则会加固人们对死刑制度的认同和迷信。

四、死刑存废与死刑民意

对死刑民意进行外部测量与内部解构的目的,是对死刑存废与死刑民意的关系模式进行

分析与建构。

在西方世界的话语体系中,死刑存废的决定机制大体存在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两种基本

模式。〔42〕精英主义模式的代表是以英、法、德为主的欧洲国家,其特点是死刑存废主要由政

治精英主导、决断,在主流民意仍然支持死刑的情况下,政治精英不惜“逆民意而动”,强势主导

立法进程,积极推动废除死刑。而民粹主义模式的典型则以美国为代表,民粹的驱动使得支持

死刑的多数民意至今仍是美国多数州和联邦保留死刑最主要的正当性基础。〔43〕

精英主义模式和民粹主义模式的成因至少可以从制度和文化两方面得到合理解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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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参见赵军:“死刑存废的民意维度———以组织卖淫罪可罚性观念的测量为中心”,《法学研究》2015
年第2期,第36页。

参见袁彬:“死刑民意引导的体系性解释”,《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1期,第22-23页;王玉

叶:“美国联邦主义与民意对美国废止死刑之影响”,《欧美研究》2005年第4期,第775-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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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立法机关的政治精英具有借助法案一劳永逸地废除死刑的法定资格和政治机会,而

美国的政治和政府结构则使得这种精英行动难以展开。〔44〕美国的死刑制度作为“美国例外

主义”的一个例证,被认为是一种深层的、持久的环境的体现。〔45〕西方学者在解释死刑存废

的“美国例外主义”时曾坦陈,欧洲和美国的死刑民意并不存在显著区别,欧洲之所以废止死

刑,原因在于欧洲国家素有精英主义和专业主义的文化传统,政治领袖被认为且自认为是受过

高等教育的、有义务根据其专业知识作出睿智决定的精英。〔46〕欧洲国家的死刑政策决定机

制因而并不那么民主,或者至少更能与民粹驱动相区隔。〔47〕而美国的政治文化则先天带有

一种反精英主义倾向,美国人始终对政府和政治精英抱有一种不信任感,这种政治文化塑造了

美国的死刑制度对主流民意的强烈遵从。〔48〕

我国有着截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在死刑决策与制度设计时应当如

何看待民意,面对精英主义模式与民粹主义模式如何作出我们的抉择,必须结合我国的政治文

化背景包括我国死刑民意的特点进行审慎考量。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代议制民主国家,其具体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

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宪法》第2条)。国家

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法》第3条)。一方面,代议制民主下的人

民代表与政府只有根据人民的授权与同意才能具体行使国家权力。“代议政体的实质在于依

靠相当一大批人民的定期更新的同意;所需要的同意的程度可以从单纯接受既成事实到宣布

多数公民作出的、政府必须予以解释和服从的积极决定。”〔49〕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又必须允

许人民代表根据自己的理性、专业与智慧,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进行独立判断与决策。因为代

议制民主的目的既然是“要选出在任何智识方面高于普通选民的代表,那么就应期待代表有时

在意见上和选民的多数有所不同。”〔50〕可见,代议制民主“是一种既体现人民主权原则又与公

众意志保持适当距离的政治制度设计,具有阻隔集体意识对政治决策与制度设计直接渗透的

过滤机能。”〔51〕在认真对待民意、尊重民意的同时,对民意进行过滤与澄清,与民意中的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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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49〕

〔50〕

〔51〕

SeeJoachimSavelsberg,“Knowledge,Domination,andCriminalPunishment”,AmericanJournal
ofSociology,Vol.99,No.4,1994,p.938.

参见(美)DavidGarland:“死刑与美国文化”,江溯译,《中外法学》2005年第6期,第703页。

SeeCarolS.Steiker,“CapitalPunishmentandAmericanExceptionalism”,OregonLawReview,

Vol.81,No.1,2002,p.117.
Ibid.,p.114.
因此,以FranklinE.Zimring和JamesQ.Whitman为代表的“美国例外主义”解释论者认为,美国

的死刑植根于一种社会—文化基础以及一套确定不移的制度和价值观之上,因而是一种潜在的文化传统的

体现,这种文化传统在美国社会与处决罪犯之间创造了一张选择性的亲和。对“美国例外主义”的分析与批

判,参见Garland,见前注〔45〕,第703-726页。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0页。
(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4页。
梁根林,见前注〔4〕,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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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分保持适度距离,〔52〕是代议制民主的本质特征与重要优势所在。正是这一机制,克服了

普遍选举制度中的“二律背反”,调和了“赋予一切人的选举权利与实际上只属于一部分人的能

力的根本矛盾”,使立法能够更多地体现出终极意义上的理性、真理和正义。〔53〕代议制民主

的这一政制结构安排,决定了无视死刑民意的精英主义,或者盲从死刑民意的民粹主义,都不

是建构死刑存废与死刑民意关系的适当模式。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上文分析所示,民意并非精英主义者所批判的那样,总是狭隘且充满

多变性、易变性、矛盾性和局限性、缺乏核心价值的;〔54〕人民大众也不应当被视为愚昧、幼稚、

短视、情绪化、意志薄弱、缺乏责任心、“听任超理性或不合理的偏见和冲动摆布”的“原始

人”。〔55〕事实上,我国死刑民意不仅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而且包含了诸多理性、文明和公义

的成分。因此,完全无视民意、认为“死刑命运是一个完全超脱于民意的政治决策”的精英主义

模式,既不符合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要求,亦不符合我国的死刑民意现实。

当然,我国死刑民意也存在着不稳定和非理性的一面。这种不稳定性和非理性,不仅会导

致简单民意调查反映出的表面数字并不能真正揭示出死刑民意的复杂全貌,而且也彰显出,民

粹主义模式所宣扬的“人民对每一个问题都有明确而合理的主张,在民主政体中,人民以挑选

能保证他们意见得以贯彻的代表来实现这个主张”,〔56〕根本不符合实际,因而不足以成为死

刑与民意互动的应然模式。

因此,本文主张,在处理死刑决策与死刑民意的关系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既认真对

待民意,耐心倾听民意,又与民意保持距离,避免尾随、盲从民意。对民众对死刑的态度、观念

与倾向,必须根据现代法治、文明、人道与进步的通行标准进行必要的筛选与过滤,剔除其中的

非理性、情绪性与不确定性成分。如此过滤和沉淀后的死刑民意,作为理性化的公共意志,才

能为国家的死刑政策选择与立法安排提供正当性根据与合法性来源。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在充

分观照我国当下主流死刑民意的前提下,超越精英主义模式与民粹主义模式,建构一种基于沟

通理性的沟通商谈模式。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建构这种基于沟通理性的沟通商谈模式提供了具有充分解

释力的理论资源。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主张一种基于沟通理性的商谈民主,“这种民主通

过公共领域政治意见与议会政治意见的互动,形成民主的交往之流和交流之网,从而在生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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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白建军教授提出的“刑法偏好有限响应理论”具体呼应了代议制民主的这一本质特征。该理论认

为应该对什么是民意及其具体内容、形成原因进行具体分析,有条件地对民意作出响应。参见白建军:“中国

民众刑法偏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158-163页。
参见(法)皮埃尔·罗桑瓦龙:《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吕一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版,第287页。
参见(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第386页。
同上注,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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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与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民主循环。”〔57〕在哈贝马斯看来,精英主义模式的缺陷在于没有给

公民提供充分的参与机制,他们的意志被代表们用作政治讨价还价的砝码;民粹主义模式则导

致民意之间的差异被宏观主体的“公意”简单地通约了。〔58〕而沟通商谈模式则能够克服上述

两种缺陷,实现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优势互补。

商谈民主的目的是通过沟通形成共识、通过程序产生实体,在交往中将国家机器的行政权

力同公民的意志连接起来,以此化解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对目的理性与交往

理性进行整合。在哈贝马斯看来,商谈的前提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具有平等的地位,能够自由地

在公正的程序中充分表达诉求,有平等的机会彼此施加影响。〔59〕在此种商谈民主的架构下,

公民能够通过商谈充分行使交往自由,对那些与自己相关的问题进行理性协商,通过以理解为

旨向的主体互动,基于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包含着人们的信念,一旦成为法

律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仰,从而具有付诸实践的内在力量。〔60〕由此,商谈民主的实践意义为现

代法律提供了合法性源泉。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不仅完全契合代议制民主的政制结构安排,亦与党的十八大报

告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治国方略,在基本理念方面具有相似性。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强

调民主机制的协商性与合作性,而非竞争性和对抗性;既关注决策的结果,又重视决策的过程;

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又重视少数人的意见,追求民主过程中的协商与协商基础上的民主,因

而相对于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哈贝马斯的商谈民

主理念存在诸多共性,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与商谈民主理论对于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具

有借鉴意义。〔61〕因此,在死刑存废与死刑民意的关系上建构一种基于沟通理性的沟通商谈

模式,不仅可以获得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与商谈民主理念的理论支持,而且具有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根据,同时也进一步充实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内容。

按照沟通商谈模式处理死刑存废与死刑民意的关系,要求决策者充分保证民众的决策知

情权与公共参与权,在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中给予不同阶层的民众平等表达诉求的机会和平

台,耐心倾听民意,认真对待民意,同情地理解民众的关切,通过沟通商谈对民意进行理性引

导,兼顾犯罪加害人、被害人、社会公众等各方主体之间的不同利益诉求,避免贸然的死刑改革

可能导致的社会震荡。在此过程中,必须以一种沟通商谈的互动论视角对死刑民意及其生成

机理进行审视。本文第三部分对死刑民意的内部解构即是一种对民意生成机理的动态的、系

统性的考察。而实证研究所揭示的那些与死刑存废态度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的社会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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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等:《商谈法哲学与民主法治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同上注,第110页。
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4页。
参见高鸿钧等,见前注〔57〕,第112页。
参见李龙:“论协商民主———从哈贝马斯的‘商谈论’说起”,《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第3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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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在沟通商谈过程中对死刑民意进行理性引导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文明和谐是理性引导死刑民意的基本前提

本研究证明,一个自我实现程度较高、较少遭遇社会不公、生活安全感较强、对社会环境持

较高评价的个体,更有可能认同废除死刑。换言之,废除死刑的民意基础根植于个人解放与社

会进步之中。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文明和谐是对死刑民意进行理性引导的前提基础。

就个人维度而言,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提升和不同层次需要的

全面满足,这是培养和形成宽容、健康、理性、文明的现代国民精神与以人权为核心的人本主义

法治意识的前提。就社会维度而言,社会的文明程度决定社会客观上对犯罪的容忍度以及主

观上对死刑的需求度。一方面,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哪怕是在今天看来相当轻微的犯罪,也会

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严重伤害和不安感,对其动用死刑的呼声和诉求就会非常强烈。另一方面,

如果制度供给不足、刑事被害人救济机制缺失,遭受严重侵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民事赔偿、

刑事补偿要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复仇冲动就会成为被害人及其家属本能性的应激反应。身陷

“人财两空”困境的被害人自然很难彻底放下“杀人偿命”的报复心理。

因此,通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

增强人民获得感,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保障机制,营造和谐、有序、公义

的社会环境,既是有效控制犯罪、满足预防需求和弥补犯罪损害、消弭报应情感的治本之道,也

是实现对死刑民意的理性引导,化解死刑改革的社会心理压力的基本前提。

(二)政治精英是理性引导死刑民意的关键少数

死刑的存废去留、重用抑或限缩,归根结底是一个受集体意识的公众认同与政治精英

的政治意志左右的公共政策选择问题。政治精英既要认真对待民意,充分尊重民意,又要

善解民意,理性地引导民意。民意的相对稳定性与不可控性意味着民意的转变可能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政治精英需要耐心倾听民意,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意。民意的不稳定性与可控

性,亦孕育着政治精英运用政治智慧,主动引导民意的巨大空间。与此同时,政治精英更应

当展现自己的政治远见、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对死刑的存废去留、重用抑或限缩,作出独

立、果敢而科学的决策。

值得肯定的是,我国决策者和立法者的死刑观念、死刑态度以及死刑决策正在发生重大转

向。在理性认识犯罪发生规律、罪刑互动规律以及死刑的社会治理功能的基础上,我国最高决

策者实施了一系列减少、控制死刑的重要举措,展现出了应有的政治远见、政治勇气和责任担

当。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了“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2007年,经中央同意,最高人民法院收

回了下放长达27年的死刑复核权,大大减少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数量,判处“死缓”案件的

数量开始超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数量。2010年,经过中央批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正式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

该《意见》第29条指出,“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

……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只要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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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不立即执行的,就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废止了13个

犯罪的死刑规定。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62〕不仅翻开

了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重要一页,同时还将死刑的限制纳入人权保障的框架之下,展现出我国

人权观念的新发展以及死刑改革的新维度。〔63〕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又废除了9个死

刑罪名。这些重大政策决策与制度设计,不仅引领了死刑政策与死刑制度的发展方向,开启了

我国限制、减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之路,而且发挥了理性引导我国死刑民意的重要作用。事实

证明,政治精英是死刑民意理性引导的关键少数。

(三)大众传媒是理性引导死刑民意的重要平台

本文的研究显示,民众对大众传媒的依赖与其对死刑的认同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一

方面说明大众传媒能够成为死刑民意引导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也反映我国大众传媒并未对

死刑民意引导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大众传媒既是国家意志的传声筒,也是民众表达其利益和诉求的平台。有必要强化大众

传媒在死刑民意引导方面的功能,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社会意识建构和社会认知形成方面的

积极作用,将大众传媒打造为政治精英、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有效互动、理性对话的平台。

这是死刑民意沟通商谈模式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方面,政治和知识精英应当借助传媒渠道,向民众传递文明的死刑观,使民众对死刑的

本质、功能、适用状况、国际态势和历史命运形成清醒的认识,对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治

理能力建立足够的信心,从而引导民众对死刑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作出理性的自主判断。并且,

在传递理性的死刑观念和科学的死刑知识时,应当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特性和优势,以民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对死刑民意进行引导,打破大众和精英之间的隔膜。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应当为民意表达提供广阔空间,充分发挥媒体的市场竞争机制,避免

传媒信息的片面性,使关于死刑的各种观点和言论之间形成有效的交锋碰撞,缩短舆论和真实

民意之间的距离,为自由、平等、充分的沟通商谈奠定现实基础,保证死刑改革进程不因民意反

弹而遭受挫折。在此过程中,大众传媒应当履行社会责任,对死刑案件进行客观报道,监督死

刑的公正适用,增强民众的司法信任感,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和消弭营造更宽广的口径。

(四)适当适用死刑替代措施是理性引导死刑民意的突破口

本文的发现显示,即便是在支持保留死刑的民众中,亦有高达77%的人同意采取“永远坐

牢”或“死缓”作为死刑替代措施。如果将这一可观的数值与一般性地支持废除死刑的人数相

加,全样本中有83.4%的人无条件或者有条件地支持或者接受废除死刑。这一发现说明,绝大

多数中国民众已经基本能够接受没有死刑的制度安排。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限制、减少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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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参见卢建平:“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人权维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第124-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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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全面废除中国死刑的进程,具备充分的民意基础。这一发现提醒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死刑

替代措施,并将科学设计与适当适用死刑替代措施作为改变我国民众的死刑态度与死刑观念、

理性引导我国死刑民意的突破口。

与域外多数国家主要以终身监禁特别是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作为死刑替代措施不

同,〔64〕我国的死刑替代措施呈现为由可以减刑、假释的一般死缓、限制减刑的死缓和不得减

刑、假释、予以终身监禁的死缓构成的多元死刑替代体系。其特色在于以死缓这一名义上的死

刑、实际上的生刑为基础,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与罪犯的人身危险程度,设计制裁力度呈

阶梯性的多元死刑替代措施,从而既没有放松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严厉惩罚,又能够

最大限度地避免对罪犯执行死刑。

我国多元死刑替代体系当下面临的主要争议集中于如何认识与对待不得减刑、假释、予以

终身监禁的死缓。由于其功能相当于域外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我国学界对其存在着类似域

外对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的争议与批评。有的主张,死刑的废除不需要终身监禁作为替代措

施;〔65〕有的主要以美国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的弊端,作为反对我国终身监禁的死缓的前车之

鉴;〔66〕还有的干脆认为,死刑替代措施存在诸多弊端,应当警惕死刑替代措施这一刑法概

念。〔67〕争议的焦点则主要集中于终身监禁的死缓是否属于侵犯人性尊严的残酷而非常的刑

罚? 是否契合刑罚目的与监狱行刑方针? 是否会造成监狱管理困难与监管秩序混乱? 是否会

导致高昂的监禁成本?

面对这些质疑,笔者认为,终身监禁的死缓满足了公众对最严重犯罪予以严惩的刑罚期

待,削弱了民众对死刑的观念认同,既是缓解限缩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的社会心理压力的妥协策

略,也是立足于当下中国国情的务实之举。应当肯定终身监禁的死缓在我国多元死刑替代体

系中的应有地位。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研究如何具体完善终身监禁的死缓的立法设计与

司法适用,如立法上是否将其确认为刑法总则的刑罚制度,是否将其适用于其他立法上可能废

止死刑或者司法上可以不执行死刑的犯罪,司法中如何具体理解与适用终身监禁的死缓,如何

避免或者设法控制终身监禁的死缓的弊端,等等。

(五)普及死刑知识和人权观念是死刑民意引导的终极归宿

死刑民意是民众对死刑的主观偏好和价值认同的体现。要想彻底消除民众的死刑认同,

最终还须从改变民众的认知和观念着手,在心理层面对民意进行直接影响与改造。

当前,我国民众对死刑的认知明显不足。这不仅可以从同一受访者面对不同问题时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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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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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荷兰等少数国家采用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外,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欧洲多数国家废除死刑后,
均以可以假释的终身监禁作为死刑替代措施。美国除阿拉斯加外,无论是废除死刑的州还是保留死刑的州,
则均引入了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作为死刑替代措施。

参见张明楷:“死刑的废止不需要终身刑替代”,《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79-94页。
参见江溯:《对贪污犯以终身监禁替代死刑的争议》,载新浪博客网,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b8bd1450102wokb.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25日。
参见王志祥:“死刑替代措施:一个需要警惕的刑法概念”,《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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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立场中得到体现,而且表现在当被问及对死刑的态度、观念、数量以及对死刑替代措施的评

价时,总有一定比例的民众选择了“拒绝回答”“不知道”或诸如“既不同意也不反对”这样模棱

两可的答案。在民众对死刑缺乏充分认知的情况下,所谓的死刑民意必然具有随意性、片面性

和不确定性。

谈到民众的死刑认知与死刑态度的关系,就必须提及著名的“马歇尔假说”(MarshallHy-

pothesis)。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在1972年Furmanv.Georgia案的判决中认为,

大多数民众支持死刑的原因在于他们对死刑的无知,当民众了解到相较终身监禁,死刑并非一

种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许多杀人犯在被释放之后不会再犯罪、执行死刑的成本大于终身监

禁、死刑甚至有可能引发更多犯罪、死刑的适用过程存在着普遍的歧视、死刑一旦错判就难以

挽回等死刑知识时,多数人就会认为死刑是不理性、不道德、违背良心和正义感且不可容忍

的。〔68〕根据马歇尔假说,死刑民意引导的终极归宿就是向民众普及死刑知识,从根源上触动

民意,改变民众对死刑的认同。

不过,马歇尔也指出,上述假设成立的前提是民众支持死刑的理由是预防,而非报应。对

基于报应而支持死刑的民众,死刑知识将不会显著影响其死刑存废态度。本研究的统计数据

显示,我国目前仍有83.7%的民众认为“杀人应当偿命”,且这种报应观是民众支持死刑的最主

要理由。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要想彻底扭转民众对死刑的认同,除了打破死刑司法统

计数据严格保密的禁忌、向民众公开死刑司法适用的真实信息、传播科学的死刑知识,还必须

帮助民众形成科学的犯罪观与理性的刑罚观,淡化民众的死刑报应观念,将民众的正义感从

“杀人偿命”的复仇心态中解放出来,在民众的思想中注入科学精神和人权观念,扬弃传统刑罚

文化和生命文化,化解国民心态中非理性、情绪性的因素,树立尊重生命价值与人性尊严的现

代法治意识,培养宽容、文明、健全、成熟的国民心态。这样,民众才能真正从观念上接受并认

同死刑的限制、减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正当性根基才可能从根本上被动

摇乃至推翻。

五、结 语

经过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现代化与法治建设,当代中国已经

迈入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正在

逐渐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限缩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的社会条件正在不断积累。尽管

大多数民众仍基于报应与威慑的考虑而对彻底废除死刑持保留态度,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中

国主流民意对死刑的认同发生了明显松动,甚至开始逆转,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不再绝对认同死

刑,而是无条件或有条件地接受废除死刑。在科学认识死刑民意生成的复杂机理的基础上,应

当运用沟通商谈模式对死刑民意进行理性引导,全面提升我国社会文明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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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SeeFurmanv.Georgia,408U.S.238,36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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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发挥政治精英的关键少数作用,科学设计死刑替代措施,借助大众传媒平台,与民众就死刑

问题进行沟通商谈,倾听民众声音,理解民众诉求,向民众传播死刑知识和人道观念,为循序渐

进地推进我国死刑改革,限缩乃至在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彻底废除死刑奠定坚实

的社会心理基础。

Abstract:Thepreservationortheabolitionofdeathpenaltyisanissueofpublicpolicychoicejustified

bypublicrecognition.Policydecisionsandsystemdesignsofdeathpenaltyshouldtakepublicopinionsse-

riously.Usingdatafrommorethan30000samples,thisresearchfindsthattheconceptofretributionand

deterrenceconstitutesthemostimportantconceptualfoundationfordeathpenalty,uponwhichthema-

jorityofChinesepeopleareinfavorofpreservationofdeathpenalty.However,themainstreamviewto-

wardsdeathpenaltyhassignificantlychanged,whichsuggeststhatthemajorityofChinesepeoplearenot

absoluteretentionists,buteitherunconditionalorconditionalabolitionists.Whenappropriatealternative

measurestodeathpenaltyareposed,nearlyeightypercentretentionistswillturnintoabolitionists.Public

opinionsofdeathpenaltyareinfluencedbyavarietyoffactorsincludingself-actualization,dependenceof

massmedia,socialunfairexperiences,senseofsecurity,legalawarenessaswellasevaluationofsocial

problems.ThediscoursepatternisthemostsuitablepatternforChinatoleadpublicopinionstowardsa

rationaldirection.Accordingtothispattern,itisadvisabletopromoteall-rounddevelopmentofhuman

beingsaswellascivilizationandharmonyofthesociety,valuethecrucialroleofpoliticalelites,establish

appropriatealternativemeasurestodeathpenaltyandcommunicatewiththepublicthroughmassmedia,

soastolaysolidsocio-psychologicalfoundationforthegradualreformofdeathpenaltyinChina.

KeyWords:PublicOpinionsofDeathPenalty;ExternalMeasurement;InternalAnalysis;Leading

PublicOpinions;Discourse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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